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刘 同 舫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

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

求和智识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是对２１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

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基于互利共赢的

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它立足于 “人类社会”

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 “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 “共同性”水平的人

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

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中国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效应，创造了诠释历史唯

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使其具有新的思想形态，同时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构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成为全

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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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

度和现实紧迫感的理论命题与伟大构想，它以批判性重塑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为旨归，

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我们试图领会与把握这一伟
大构想必须面对和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全面深入地
检审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坚持重审、反思已
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绝非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进路，但其理论视野无疑
具有最为彻底的批判性取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述中全面深入地检视、反思
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性前提。人类若要超越资本
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摆脱其意识形态的蒙蔽与束缚，就不能无批判地接
受、分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预设前提，而应该不断地迫使自身去迎接某种理

·４·



论构想的挑战，这种挑战立足于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态。资本主义全球化
所建构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完全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
的以人为主体的 “共同体”发展道路。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一些伟大的
思想家、政治家所殚精竭虑构想和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
淡，甚至悄然消逝。当下时代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蒙蔽之下，逐渐形成了
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日常意识，以至排斥探索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世界秩序及全
球治理体系的主张。正因为停滞于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我们时代的世界图
景想象、发展道路探索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和智识衰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制
造的假象世界里，人们日渐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束缚和奴
役，却难以自觉地冲破，这些意识形态裹挟着 “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并试图使人们
“合理”地舍弃某些世界图景和发展道路的设想与探索。但是，这些设想与探索有益
于促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身的世界秩序的建构，其内在精神在现时代依然具有崇
高性和吸引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被 “合理”湮没的设想和探
索，恰恰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们在深层意义上真正揭示和阐明了全球化
时代人类处境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出场，表面
上是中国提出的国际外交理念，实质上则是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的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秉持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性
不仅针对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针对当代的智识精神景观，是对２１世纪历
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从 “市民社会”到 “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
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 他从 “立脚点”的角度
区分了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所谓 “立脚点”，即是观察或判断事物时所处的地
位、坚持的立场和采取的视域。马克思认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 “旧唯物主义”

是一种 “直观的唯物主义”，由于 “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
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② 故其立脚点是 “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
“新唯物主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对象、现实、感性”，把它们都当作感性的人的
活动，因而能够超越 “直观的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的现实
性，展现出其以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理论特质。在马克思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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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分在于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 “立脚点”，也就是 “市民社会”与
“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这一视域差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之间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

（一）“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最初对 “市民社会”的批判考察与合理承续的

是黑格尔的思想遗绪。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

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

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

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① 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市民社会”包含着两个原则：一是

市民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把自身作为特殊的目的，二是每个市民社会成员都

必须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使自身得到满足。因此，有论者认为：“黑格尔在此

对市民社会的基本界定遵循的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市

场模式。”②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则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市民社会使

具体的个人从古代或中世纪的共同体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自身作为特殊目的获得

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是满足个人私利的自由市场社会，具体个人之间的

关联只是一种普遍性形式的联合，即成员之间关联性的建立无非是为了满足彼此之

间的需要或自然欲望。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与理解。日本学者望月清司

认为，“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成是与人的共同本质相分离的、利己的人 （ｈｏｍｍｅ）

的权利领域”，③ 并用于指称作为近代政治革命结果而产生的近代市民社会，“其本

身同时还存在着无政府性竞争和追逐私利体系的奴隶制 （市民社会的奴隶制）”，④

据此理解，整个市民社会就是一场露骨的、追逐营利的 “普遍运动”。⑤ 在这场 “普

遍运动”中，市民社会成员由于受到自身自然禀赋和后天条件的限制，必然会在市

民社会内部形成区别和分化，也就是黑格尔指出的个体分属于各方面的特殊体系而

形成了 “等级的差别”。黑格尔早已指明，作为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 “在市民社会中

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 （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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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① 基于

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市民社会就是私人等级，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直接性与本质

性的等级。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着等级性，等级结构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随之嵌入到
“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叙事中，现代世界范围内

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族群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公民都是世界市场中普通的、

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各层次的主体成员在经济实力、政治影响、生活水平等方面都

现实地存在着等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表现出自身

的特殊本质。由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显示出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特征：一

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的主体成

员形成等级差别，在经济上形成 “先进—落后”的发展格局，在文化上形成 “文

明—野蛮”的文明史观，在政治上则形成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尽管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并历史性地建构出一个世界市场，但它没有形成与

之相应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合理化的全球善治秩序，反而使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

场始终只能是部分霸权主义国家的附属品。

从理论分析上说，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霸权主义是市民社会等级性结构的政

治表现，而从历史发展上说，霸权主义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市民社会的殖民特

性。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

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

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

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② 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 “真正的市民社会”内在地要求

海外殖民，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自由市场社会，伴随资本主

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必然成为超出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市场，催生这一结果的过程

就是 “殖民扩张”。黑格尔曾指出： “市民社会受这种辩证法推动而超出自身之外，

首先是超越这个特定的社会，以便向它之外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

需的生活数据，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剩的物资，或者一般地在工艺等方面

落后于它。”③ 诸如自由贸易、海外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等体现市民社会殖民性

特征的历史作为，正是黑格尔 “世界历史”的现实起点。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发达

的市民社会都必然被驱使走向殖民事业，它们之间只不过存在着零散与系统的区别。

在这种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的世界市场中，所谓的 “发展”其实只能是 “片面发

展”，而不可能是 “共享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是将全人类都作为 “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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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成员，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主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促进所有主体成员的
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些拥有 “资本”和 “霸权”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的需
要与欲望。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普遍联合，无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其普遍性
也只是 “抽象的普遍性”——— “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
的普遍性”，① 根本无法走向人类真正的联合与解放。

（二）“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等级性和殖民性问

题，全球发展日益呈现出不平衡、不合理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一切民族国家的生
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现象，整个世界日趋一体化和同质化；另一方面，在资本关系
所到之处，各种新的经济差异和政治等级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结果，“由跨国资本
主导的特定全球化形式表现为一种 ‘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
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② 正是基于这种 “单向度的全球化”的发展状
况，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世
界市场的形成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出现，都有助于将整个现代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并使得原本分散的国家、民族逐渐形成互相依存的结构性关系，由此客观
地推动全球性共同体的发展。但是，由于当前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都是以具
有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的主要手段，因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
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 “市民社会”视域的 “货币共同体”或 “资本共同体”。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它通过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把资本主义国家内
部的利益结构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
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格局具有 “同构
性”：在国内，“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 “使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 全球性的 “资本共同体”如同 “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一
种 “虚假”的共同体，也存在着某些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
装成人类普遍利益的现象。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逐渐具备
世界历史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也不再只是某些霸权国家
的附属品，而是愈发成长为不由单一主体成员主宰的独立自主的世界体系。诚如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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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８０％。”① 这种深刻变化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超越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再生
产过程，克服 “单向度的全球化”的发展状况，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而走向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新世界秩序。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将
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 “世界体系”，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 “一国独霸”或 “几
方共治”，不再是为霸权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资本体系，而是奉行双赢、多赢和共赢
的新理念，力求打造出由各国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掌握世
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在共同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 “自然
形成的共同体”经由 “虚假的共同体”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 （或称 “自由人联合
体”）。在这一历史延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
的全新世界图景构想，为世界秩序的构成方式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必将使人
类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而极具针对性地回应从 “虚假的共同体”

向 “真正的共同体”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难题和挑战。虽然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 “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基础和哲学理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由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 “拨乱反正”，充分昭示了
“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故其基本立脚点或者说哲学立场必然是 “人类
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立脚点决定了它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引领各个个体、民族和
国家的前进方向，为最终实现 “真正的共同体”奠定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在社会理想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 “人类解放”或 “真正的共同体”为
价值诉求，这意味着，它是从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视域出发，对现存
不合理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反驳与批判的。这种反驳与批判不是要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作完美的、固化的客体性存在，当作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分离
的形态而同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照，而是要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

阐释和建构出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世界图景。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正是在现
实逻辑失灵、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理想化未来的轮廓。未
来的真正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意义就在于，把现行
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所掩盖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揭示出来，从而打破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反抗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结
束那种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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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阶段，必须自觉

地从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出发，变革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

系，发展全球性社会生产力，即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逐

渐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

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 “共同性”水平，减缓

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

无论是立足于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还是立足于 “人类社会”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现实表现和现实发展都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因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必须在世界历史的理论

视野中进行审视与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

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 （货币

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由此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 “它使每个文明国

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

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 由此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球扩展以

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之间的

交往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历史也实现了从自然形成的地域性民族史向资本逻辑主导

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资本无限增殖、扩大和宰制的逻

辑，必然要求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把一切自然形成的区域性生产和

消费变成由资本支配的世界性生产与消费，这使得一切民族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受到

世界市场体系的结构性限制，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

由于世界范围内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演进发展中不断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

态在 “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②

的影响下也不断被消灭，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利益依赖关系以及全球性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普遍交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还是

任何一国的经济动荡或政治冲突，都可能通过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蔓延到

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扩展为对全体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这无疑是以否

定性的形式肯认了世界各国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其中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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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各国共同面临诸多全球性治理难题。“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
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 就此而言，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
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必须克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世
界市场体系危机，并在深化普遍交往中提升人类利益的 “共同性”水平，从而为变
革、完善世界市场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
案奠定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和精神智识基础。

（一）资本逻辑与异己力量的形成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最终促
成的世界历史不同于以领土占有和宗教统治为主导的古代或中世纪历史，它是以贸
易自由和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现代历史。有论者指出：“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
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
‘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 ‘商业化运动’。与前者不同，后
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
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
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② 马克思对这种 “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有更
为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必然推动资
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
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这个世界市场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运作机
制，也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以世界市场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
全球化运动使人类摆脱了地域性的发展局限和对自然的宗教崇拜，突破了传统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区隔与藩篱，整个世界由此呈现出一体化、同质化的发展趋
势。但自２０世纪以来，日益一体化、同质化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不仅没有实现人类
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主体性解放，反而成为了人类自身的异己性压迫力量与强制
力量，形成了世界市场的 “异己性支配秩序”，出现了 “抽象成为统治”的最根本事
实。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
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这种 ‘抽象的力量’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
‘交换价值’和 ‘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
性 ‘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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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控制和奴役人。”①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以及交通
和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这种发展而加速的殖民扩张，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
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一起，原本分散的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
关系，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形成，人类历史也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这种转变使得每一民族的变革都依赖于其他民族。这表明每个人的世界历史性活动
已经成为经验事实，并且在这些内含世界历史性特征的个人活动之间能够产生经验
上普遍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 ‘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
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② 然
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以及生产分工
的发展，“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
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 ‘异己的’和 ‘不依赖’于他们的，

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 ‘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
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③ 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虽然每一个主体成
员在摆脱种种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局限之后，与整个世界市场的物质、精神生
产都发生了实际联系，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这种实际联系却衍生出一
种完全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威慑和驾驭着发生实际联系的每一个主体，使得主体
成员 “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 （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
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④

马克思指出，这种完全异己的力量往往被抽象的思辨方式想象为 “世界精神”的圈
套，从而把对世界秩序的理论解释引向了神秘主义的方向。但是，“凡是把理论引向
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
决”。⑤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早已表明，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 ‘自我意
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
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
明这种行动”。⑥ 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
系的变革与完善，并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共享性的
交往秩序体系。在这一交往秩序体系中，“人类”有可能实际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
进行生存和发展活动，即在普遍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作为一个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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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实现自身本质的活动，从而规定和展示自身的 “类本质”。

（二）普遍交往与共同利益的建构

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交往”与 “普遍交往”占有

独特的地位，构成了其分析社会历史的突破口之一。早在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

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于 “交往”就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不论是

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

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① “交

往”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本源性的意义，是一种 “类活动和类享受”以及 “社会的活

动和社会的享受”，也就是人的 “类本质”和 “社会本质”，是人的本性或人的本真

形态。对 “交往”的认识，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在１８４６年

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

动的产物。”② 这一论述表明作为现实生产过程的人类社会发展本身离不开交往，

“交往”构成了现实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本质

性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中，“交往”的落实形成了一种理念与事实相背离的国

际秩序：在理念层面宣称所有民族国家不论大小都是普遍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在事

实层面却构筑出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等级结构，并且这一等级结构被资本主义的

国际分工不断地巩固加强。这种国际秩序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关系的变革，逐

渐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得生产资料和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

手里，形成了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的统治。这一统治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是小部

分人的 “美好世界”，却不可能是大部分人的 “共同体”。大部分底层民众并没有充

分共享到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当成 “人类”的一员，却没有

在共享发展成果的意义上成为 “人类”的主体。虽然资本主义全球化打破了地域性、

封闭性的生产方式，建立了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使得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世界历史

条件下 “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

会状态中，每个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的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则成为一种特殊的
“普遍利益”，而且其 “共同性”水平不仅没有超越特殊利益，反而受到特殊利益的

制约。

为了超越特殊的、独特的 “普遍利益”形式，人们必须在深化全球化发展过程

中建立真正的 “普遍交往”，推动人类形成新的共同体，即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共享

全球发展成果的主体成员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具有更高水平 “共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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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利益”成为具体的现实。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对人们在全球交往关
系中的现实地位进行具体分析，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重塑一种能够支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交往关系结构。在塑造新的交往关系结构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构想，欲要成为凝聚集体认同、指导集体实践的历史愿景，就
必须具备能够在不同的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等主体成员中唤起共同需要、共同
向往的吸引力。这种 “共同”并不意味着取消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反而是立
足于差异，并在不同主体成员的普遍交往中寻找更高层次的 “共同性”。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要求自觉地从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出发，基于 “共同发
展”和 “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起真正的普遍交往，从中寻找和实现一种新的 “共
同性”，即从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空间中寻找和实现更高水平的 “共同性”。在这
种新的 “共同性”中，人类的 “交往实践”是平等、合理、多元的联合与共享。从
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历史意义，

它意味着坚持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
力，从而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并使一切生产力被联合起来的
主体成员所共同享有和支配。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
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世界秩序结构的改造与提升。对现行全球治理
体系的改造与提升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不是要把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盘推翻，而是要克
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使之更加合理公正。因此，对全球化的构成内容进行
历史性分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洞悉其产生危机的根源，

揭示其历史文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三、全球化的构成分析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化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所导致的
经济发展危机、霸权主义危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问题。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
历史理论的全球化论者而言，面对一系列的治理难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资本主
义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危机之际，全球化本身所蕴含的世界历史价值、人类文明价值
是否也应该一同受到质疑？我们必须追问和厘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危机的

原因，同时还必须进一步追问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的危机是否会阻碍全球化
的扩大与深化？即必须追问 “全球化”之为 “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明确这一根本
原因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相关性何在。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不能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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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待全球化，必须对全球化的构成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进而阐明全球化对于世界
历史、人类文明的价值。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将全球化具体地区分为 “作为
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和 “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次。

前一个层次指的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 “物质内容”；后一个层次
指的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的 “社会形式”。这两个层次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动力之源，具有根本性，为后者的建立提供物质性支
撑；后者是前者的阶段性文明结晶，具有衍生性，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价值正当性论
证。根据英国学者Ｇ．Ａ．科恩的 “发展命题”——— “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
史”，①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趋势具有自主性，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物质匮
乏问题。生产力作为一种主动的创造性力量，在面对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挑战时，既
需要寻找、建构能够引领历史前进方向的交往形式，也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
断调整、变革交往形式，由此才能推动生产力持续、普遍的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了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交往形式进一步发展，作为人的生活的 ‘现
实的条件’，它与人的活动之间会不断呈现这种 ‘适应—矛盾—递进’的状态和过
程。起初这些不同的交往形式，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
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 ‘交往形式’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
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
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②

因此，全球化的 “物质内容”始终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自主性的力量趋势，而其
“社会形式”既是 “物质内容”的历史结果，同时也必须承受其 “物质内容”的历史
检验和历史变革。

基于全球化的两个层次区分，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
球化问题。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化的 “社会形式”之一，其所产生的危
机并不直接意味着全球化的 “物质内容”应该被质疑或否定，辩证地看，它恰恰是
全球化的 “物质内容”所需要面对的新的历史挑战。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具有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事务之主要手段的发展

性危机，也是这一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 “物质内容”的总体性危机。在美国
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全球治理体系一直朝着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这使得各
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目标都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而不是共建共享普遍

安全的世界。中国自身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加剧了该体系的瓦解，但中国强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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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仅是其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更为致命的或许还是该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因而，

如果要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体系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就必须
贡献更加符合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的新构想，即构建一个更能推动全
球生产力普遍发展，更为平等、公平和体现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据这种对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问题的理解方式，无须对全球化的暂时性兴
衰抱以简单的形而上学态度，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进一步
探索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之法，以求全球化的 “社会形式”能够成为引领历史发展
的交往形式，而不是在其成为阻碍和限制历史发展的同时，还通过生产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通过建构新的全球治理体
系以推动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保存民族独特性而
又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全新世界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一
样，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发展与危机问题，但其处理方式却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
截然不同，它着眼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享共建和合作共赢，追求的是普遍安全和
共同繁荣的世界。从 “人类社会”的哲学视域来看，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无
助于解决全球化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全球治理体系试图依
托资本逻辑的支撑形成的方案来应对与消解全球化发展所产生的各种跨国危机，企
图在国际政治框架之内来解决新问题，认为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只是复杂化了的跨
国问题，其方式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体系，这一应对方案与错误认知正是全球治
理体系的弊端所在。与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的整体发展问题作为考量对
象，以创造和保护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自身目标，追求的是具有更全面、更高层次的
“共同性”的全球治理体系。

在当前历史时期，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关键在于发挥其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为 “作为承载生产
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提供价值正当性论证，帮助人们应对和解决在
“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上已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通
过这种价值正当性论证形成一种公平合理的全球性有机公共生活，创造一种更加合
理、平等和多元的世界秩序。为实现这一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任
务在于从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自觉秉持一种更加能
够丰富人的本质之现实性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建构能够驯服和驾驭资本、吸取资本
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共享型全球治理机制。

有论者指出，马克思 “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与跨越
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认为两者的主
要区别就在于 “前者是建立在 ‘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
‘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有待于 ‘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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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所以它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一序列上”。① 就此而
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处于同一序列上，它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根据这条实践道路贡

献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战略构想，其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发展了马克思
所揭示的另一条改造和变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这条道路同样是以生产力的
普遍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在吸收各个国家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所

创立的能够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的社会主义
道路，从而将所有民族国家都纳入到更加平等、合理、多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这条道路不仅要求 “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吸收一切资本主义的
肯定成就，而且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秉持平等共享的原则帮助其他落后的国家走上更
加合理持续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问题以新的形式展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旨趣中反思全球化问题，开辟出一

个重新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新视角，即把世界历史进程理解为 “反”资本主义全球
化的全球化建设过程。“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恰恰构成了全球
化的合理动力，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反”，不仅仅是理论生成上的 “反思”，更

是结合了中华文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式的 “拨乱反正”，其中 “反思”是认清世界历
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拨乱反正”则是发挥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反作用于资本主义全

球治理体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必须 “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视作可以在实
践中发生变化，并现实地在不同经济制度与要素的博弈过程中蕴含着自我改造与扬
弃可能的综合性主体，在这一体系通过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进而将

其内化于自身的同时，社会主义的逻辑也在这种为其摄纳的过程中促使这一体系发
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②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效应：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 “建构性世界观”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不仅是一种 “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更
是一种力求 “改变世界”的革命学说。作为一种革命学说，它要求批判性地认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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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世界，也要求建构性地阐明一个新世界的性质、特点、构成和原则。就此而

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总体观点和方法论，始终蕴含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性认识是阐明一个新世界的理论前提，而对一个新世界的建

构性阐明则是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指向。但这一理论指向呈现的不仅与批判资

本主义世界相关，也与社会现实的发展水平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

践彰显了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也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性地阐明一个

新世界奠定了基础。所以，重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下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问

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带入一个新的

思想和历史高度的问题。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

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问题和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创新发展问题。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即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效应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

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 “建构性世界观”，因为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命

题的出现构成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了

新的思想形态。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世界历史性的变化。

在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基本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

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交往实践也较为封闭。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看，“全人类”尚未

作为有机整体进行各种生存和发展活动，人类并未作为一个主体获得逻辑规定性和

相应的现实性内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历史状态，并推动了人类历

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

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① 由此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对象。正

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状况，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视野超越了民族国家

的地域性视界，更加注重从全球性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

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② 这种

研究视野的全球性拓展无疑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要求。事实上，马克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就蕴含着全球性视野，其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阐发也充分

表明，人类的共同发展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构筑

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所带来的是一种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使得

全人类在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的意义上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的 “人类”主体，反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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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固有的矛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迫、政治冲突和生态危机，最终发展为全球性的
“风险社会”。自苏东剧变以来，全球化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境遇决定

了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以批判性为主，虽然它在

一定程度上也通过批判全球化的不合理之处揭示出了改造之道，但其理论态度主要

还是批判性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改变了这一研究状态，推动并促使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引发的许多世界性新问题

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中被有效地分析和解决，这是因为现有的全球治理

体系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本身就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缺乏一种体现国际民主、主

权平等和共享成果的世界公共性。因此，凡是涉及世界性共同发展的问题，无论是

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生态，基本上都超出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处理能力。面对

这一问题，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主

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

会发展道路中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而自我努力、自我创造的全球性社会形态，

它立足于 “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 “普遍交往”中形成具

有更高 “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

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图景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较之

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结构性转变、拓展与提升，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的重心从批判性世界观转变、拓展和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 “建构性世界观”。①

所谓 “建构性世界观”，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

预见性地判断、阐明和规划由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具体而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自身

的思想形态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本质和发展规律，如何批判性地揭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性 “货币共同体”或 “资本共同体”的本质性差异，如何凸

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目标，如何预见性地指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问题，创造性地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

和世界图景等，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和迫切

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作为一种 “建构性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以下几项

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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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
会的总体性看法和观点，始终蕴含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首先，“建构性世界观”的主体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 “建构性世界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历史意识指向人类未来的存在形态，同时又坚持 “纯粹经验的方法”，① 从现
实生活的经验性序列结构出发改造世界，既与现实达成有原则的妥协，又积极参与
变革和优化现实的存在形式。这种立足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 “建构性世界观”必须
拥有主体性支撑，它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凝聚人类的共识和意志，并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最坚实可靠的历史性示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
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的
历史方位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实践道路达到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具有参与和引领世界
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意志，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全
新选择，而且能够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示范性必将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提升成为一种

“建构性世界观”，并进而重新获得普遍性意义。

其次，“建构性世界观”的核心关切是提升人类共同性水平、维护全人类的共同
利益。全球化时代之所以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当代世界是一个前现
代、现代和后现代相互交织的复合体系，各种利益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理念相互
作用与相互冲突，使得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尤为突出。因此，破解
全球性治理难题，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既能容纳差异、尊重各方诉求，又能提升共同
性水平、凝聚全人类意志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站在历史的、

时代的、人类的高度思考全球化未来走向的 “建构性方案”，这一全新的建构性方案
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能够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能够将自身的革命功能
转化为超越现代性的建构性意识，在维系人类生存、开创人类未来存在方式的道路
上展现自身的理论创造能力。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资本主
义文明的理论叙事就 “不再只是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也是一种
唤醒人类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成以维系人类存在的救亡理论，阶级革命内涵的人类
取向以一种人类的立场直接地凸显出来”。②

最后，“建构性世界观”的伦理信念是推进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建设。在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冲突与较量、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生存危机，

固然根源于利益冲突，但也与更为合理的全球价值理念的缺失有关，因而，迫切需
要在提升人类利益共同性水平的基础上重建全球性的价值共同体。《共产党宣言》指
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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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９页。
罗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自觉———论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及其内涵的当
代转化》，《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
看，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世
界文学”正是由多种 “民族和地方的文学”所构成的，这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
会现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前提，从而确立 “共在”与 “共生”的伦理信念，并坚持以
“共同价值”引领各个主体成员自身的历史与实践。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在
理论上审视当今世界的多元性价值现实，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回答人类
共同价值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还要站在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哲学立场
上去指导实践，从而建构出鲜活的、深入人心的共同价值理念，进而促进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在全球化时代检验和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社

会现实，同时也是促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获得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如何在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深化发展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

义哲学创新的重要契机。面对当代全球化运动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自身迫切需要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中建构新的学说，从而审视自身理论的
科学性，进而通过建构性的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带到新的思想高度。以往的历
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往往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全球化，而真正的问题则
在于建构性地阐发全球化，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带给历史
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 “建构性世界观”的伟大
理论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我们应秉持动态的、

发展的历史眼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在的世界性实体，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全
球化的实践成果。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也应秉持现实的、创新的理论态
度：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超历史的 “历史哲学理论”，也不是传统教科书所阐述的 “普
遍原理体系”，而是在批判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发展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历史
唯物主义自身的 “时代境遇”和 “理论指向”，才使得其研究范式必然随着社会现实
的扩展而进一步调整、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化时代最为任重道远的
历史任务，其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最重大、最根本的 “社会现实”，

这必将带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世界的创新与发展。

〔责任编辑：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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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５页。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ｏ．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１）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Ｌｉｕ　Ｔｏｎｇｆａｎｇ· ４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ｏｆｔ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Ｉｔ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ｓ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ｓ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ａｙ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ｈａｓ　ｈａｄ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ｔｏｗｉｎｇ　ｏｎ　ｉｔ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ａｙ
Ｏｕ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Ｙｕ　Ｚｈｅｎｈｕａ·２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ａｓ　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ｄｏｇｍａｓ　ｏｒ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ｒｅ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ｖｏｌｖ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４０２·


